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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

———基于四类儿童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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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期望被证明能有效预测教育获得，是理解我国教育差距的重要维度。根
据户籍的两种属性，本文区分本地城镇、本地农村、外地城镇和外地农村儿童，对比考察户籍是
否及如何影响教育期望。基于２０１４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儿童教育期望受到户籍的
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城乡差异，而非内外之别。学校和家庭环境是形塑当前教育期望分布格
局的主要方式，其中，学校水平、学校氛围、父母参与以及家庭期望的作用明显。而且，相比之
下，家庭环境的影响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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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民

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但与此同时，教育过程中的户

籍差异比较突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同身份

群体之间教育获得的差距。［１］例如，李春玲发现，农

民子弟在各升学阶段的状况均差于城镇家庭，而且

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家庭背景的层次也逐级提高，

城镇家庭的比例不断上升，而农村人的比例持续下

降。［２］教育期望是个体对未来学业成就的设想和期

待，被证明是有效且稳定的预测教育获得的指标。［３］

威斯康星模型指出，教育期望可作为中介变量影响

教育获得，此后研究也显示，教育期望与教育获得高

度相关。［４－５］因此，从教育期望入手，对不同群体教

育期望差异的考察，既有助于了解教育获得动机的

分层，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当前教育不平等的

现实。［６］

然而，目前国内把教育期望作为因变量的研究

尚少，针对不同户籍身份群体教育期望差异的专门

探讨几乎没有，相比之下，学者们更为强调教育期望

作为中介变量的重要性，分析家庭或学校环境如何

通过教育期望来影响个人的教育成就。人们主要关

心的还是“谁获得了教育”，而对于“谁更想获得教

育”、“获得何种程度教育”关注不够。后两者正是教

育期望的核心要义。［７］基于以上认识和思考，我们将

借助中国人民大学采集的２０１４年“中国教育追踪调

查”数据，讨论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及影响机制，以

期丰富对我国教育现状的认识。

一、研究思路、变量与数据
（一）研究思路

在布劳－邓肯提出地位获得模型之后，西方学

者，特别是威斯康辛学派的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教育

期望或热望（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的产生及效应。迄今为止，

国外教育期望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并指出

了两条基本进路，影响深远。一是教育期望的家庭

视角分析，发端于威斯康辛学派。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斯威尔和沙阿构建了家庭地位、智力、教育期望和高

等教育获得四个变量的因果模型，最早将教育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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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其中。该模型的逻辑表明，家庭地位越高，个人

大学教育期望也越高，最终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越

多。［８］之后，地位获得模型的系列研究均证实了家庭

背景（如父母地位）对子代学业成绩和教育期望的强

烈影响。［９－１１］此外，西方学者还深入挖掘了二者之间

的复杂关系，如家庭期望、父母参与、物质投入等中

介机制，并发现它们也可以单独发挥作用。［１２－１４］这

一路径主要检视家庭环境因素对教育期望的影响。

二是教育期望的学校视角分析，主要承袭了“科尔曼

报告”的传统。“科尔曼报告”发表于１９６６年，调查

内容包括学校的种族隔离、设施设备、制度和课程、

校长特征、教师特征、学生社会背景和学生的学业成

就，考察了美国不同地区和种族学生所在学校的教

育条件与学生学习成就的关系。根据“科尔曼报

告”，除却家庭环境，教育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

学校环境因素，类似地，国外研究随后证实，像教育

获得一样，学生教育期望的高低也与学校环境有关。

由于特征变量的变化，学校环境可能对教育期望产

生不同的语境效应，研究者已经关注了学校水平、学

校类型、学校方位、阶层构成、种族隔离等的作

用。［１５－１７］这一路径主要检视学校环境因素对教育期

望的影响。实际上，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隔离，更多

的是交织在一起。尼尔森指出，以往研究充分显示，

家庭和学校作为个体接受教育时所要面对的两大主

要环境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决定了学生教育

期望。［１８］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也沿着以上路径考察教育

期望问题，大都支持了教育期望的家庭或学校分析

视角，但是这些研究，要么从单一的家庭环境（如家

庭背景）入手［１９］，要么强调单一的学校环境（如学校

的阶层构成、隔离）［２０］，而同时将学校和家庭环境结

合起来的并不多见。除此之外，这两条路径背后都

隐含了一个假定———均质假定，即认为差异均来自

社会环境因素，从而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化差异。事

实和研究表明，个体因能力的不同而有所区分，并存

在对学校、家庭环境现状的内在感知、情绪反应和自

我调试的差异。所以，体现群体自身非均质的自我

能力（如学习能力）也在其教育期望的形塑过程中扮

演重要角色。［２１］

借鉴已有成果，本文将在承认非均质假定①的前

提下，同时从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两个角度出发，探

讨教育期望中的户籍差异问题（见图１）。具体地说，

我们的研究内容包括：（１）不同户籍身份群体的学校

和家庭环境是怎样的？（２）在此环境下，他们形成的

教育期望是否存在差异？（３）如果存在，学校和家庭

环境如何影响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

图１　本文的逻辑框架

　　（二）变量说明

根据研究思路，下面将对文中涉及主要变量的

内涵和测量进行描述。

１．教育期望。

指个体在受教育过程中对教育主体、机构的期

待以及对他们对自身将来受教育的目标、过程的设

想和期待。［２２］这里聚焦在对自己未来教育获得的期

待上，通过ＣＥＰＳ２０１４学生问卷中“你希望自己读到

什么程度？”来测量，选项包括：现在就不要念了、初

中毕业、中专／技校、职业高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

本科、研究生和博士九个等级。②

２．儿童③类型。

是核心解释变量，用于考察户籍制度的影响。

根据户籍的两种属性———户口登记地和户口性质，

我们区分了本地城镇、本地农村、外地城镇（城－城

流动）和外地农村（乡－城流动）儿童（见表１）。
表１　四类儿童的基本情况

儿童类型 全样本占比（％） 分析样本占比（％）

本地城镇 ２７．８８　 ２８．５０

本地农村 ５４．５５　 ５４．２４

外地城镇 ４．６３　 ４．５４

外地农村 １２．９５　 １２．７２

合计 １００（Ｎ＝１４６６１） １００（Ｎ＝１２２６０）

　　３．学校环境。

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涉及学校类型、办学质

量、教育方式和校园氛围等。［２３］我们选取了学校类

型、学校水平和学校氛围。其中，学校性质分为公办

和民办两类，ＣＥＰＳ学校问卷询问了“贵校的学校性

质”；学校水平，代表了办学质量，以学校排名来衡

量，ＣＥＰＳ学校问卷询问了“从办学情况看，贵校初中

部目前在本县（区）排名”；学校氛围，即学校中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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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所体验并对其行为产生影响的、相对持久而稳定

的环境特征，其中纪律氛围是重要组成部分。［２４］我

们考察了学校纪律氛围，ＣＥＰＳ学校问卷询问了“上

周，学校发生下列事件的频繁程度？”，备选事件有
“学生打架斗殴、学生破坏公物、学生吸烟、学生饮

酒、校内或校外的帮派活动、课堂纪律混乱”。

４．家庭环境。

是儿童社会化和发展的第一个社会环境，包括

家庭背景、家长观念（如教育期望）、亲子关系等。［２５］

我们选取了家庭背景、父母参与和家庭教育期望。

其中，家庭背景指家庭拥有的各种资源，一般被指向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包括收入、教育以及职业。家庭

的收入状况取决于被调查学生的主观经济等级自

评，而教育和职业分别用父亲和母亲中取值较高的

一方来衡量；父母参与，即父母感兴趣、了解并愿意

参加子女生活的程度，涉及对子女学业的监督、辅导

和帮助，对子女日常行为的关注，家校合作。［２６］根据

已有研究，我们将父母参与区分为学习行为关注和

生活行为关注，ＣＥＰＳ学生问卷询问了“你的父母在

以下事情上管你严不严？”，与学习相关的有“作业考

试，在学校表现、每天上学”，与生活相关的有“每天

几点回家、和谁交朋友、穿着打扮、上网时间、看电视

时间。”；家庭教育期望，就是家长（或监护人）对其孩

子未来教育成就的一种理想的愿望和期盼。我们以

子女感知到的父母教育期望来衡量，ＣＥＰＳ学生问

卷询问了“你父母对你的教育期望？”。

（三）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２０１４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中国教

育追踪调查”（ＣＥＰＳ）。该调查采用多阶段的概率与

规模成比例（ＰＰＳ）的抽样方法。它以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学年为基线，以７年级和９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

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

层变量，首先从全国随机抽取了２８个县级单位作为

调查点。然后，在入选的县级单位中随机抽取了１１２
所学校４３８个班级，并以此为依据，对全体被调查学

生及其家长或监护人、班主任老师、主课任课老师以

及学校负责人进行问卷调查。该调查是一项全国代

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其所形成的是内容广泛的多

层次追踪数据库，涉及学生的基本信息、教育期望、

在校学习、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等，能够很好地满足

本研究需要。

二、户籍身份下的学校、家庭与自我期望
在本部分，我们重点考察了不同户籍身份儿童

的学校环境、家庭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下形成的自我
教育期望。

（一）学校环境的户籍差异
表２　四类儿童的学校环境

本地

城镇

本地

农村

外地

城镇

外地

农村

全体

儿童

学校性质＊＊＊

公立学校 ９９．１４　 ８９．９２　 ９４．６１　 ８６．１４　 ９２．２８

民办公助 ０．０９　 １．０４　 ０．１８　 ０．４５　 ０．６５

普通民办 ０．７２　 ８．９３　 ３．０５　 ５．７７　 ５．９２

打工子弟 ０．０６　 ０．１１　 ２．１５　 ７．６３　 １．１４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学校水平＊＊＊

中下 ２．２９　 ７．５３　 ６．２８　 １８．０９　 ７．３２

中间 ６．４４　 １３．３１　 １２．５７　 １８．４７　 １１．９７

中上 ５１．７５　 ６２．００　 ５４．９４　 ４７．４０　 ５６．９０

最好 ３９．５２　 １７．１６　 ２６．２１　 １６．０４　 ２３．８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学校氛围＊＊＊

均值 ７．２４　 ８．００　 ７．２９　 ７．５２　 ７．６９

标准差 １．５９　 ２．５２　 １．８４　 １．８４　 ２．２１

　　注：星号表示统计检验的显著性水平，＊＊＊ｐ＜
０．００１。

１．学校类型的比较。

我国基础教育主要采取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属

地化管理体制，地方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对行政管辖
区内的户籍人口提供公共教育。在这一体制下，适
龄儿童进入本地公立学校就读，完成义务教育。然
而，随着人口流动和教育政策变化（如市场化改革），

出现了民办、私立或打工学校等就学形式。相比之
下，公办学校无论在硬件设施、师资力量，还是教学
质量上普遍较好，而且，囿于现行教育政策，还对非
户籍地儿童有较大“门槛”，将不符合条件者拒之门
外。［２７］表２显示，对于全体儿童，他们绝大多数就读
于公立学校，占９２．２８％，少部分在民办学校或打工
子弟学校就读，占７．７２％，这些多半是因为离开户籍
地，而又难以进入迁入地公办学校的次优选择。

进一步分析四类儿童，发现他们就读的学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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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有显著差异。从公办学校占比来看，本地城镇儿

童具有绝对优势，他们几乎全部在公办学校就读，比

例高达９９．１４％，其次是外地城镇儿童，也超过了

９４％，而本地和外地农村儿童相对较低，占比均不足

９０％，分别为８９．９２％、８６．１４％。同时，我们还发现，

在公办学校之外的就学形式中，外地农村儿童以打

工学校居多，而本地（农村或城镇）儿童集中在普通

民办学校，外地城镇儿童平衡分布于打工学校和普

通民办学校。

２．学校水平的比较。

由于受到原来重点学校制度的后续影响、教育

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自身办学不好等多重原因，学

校之间是分层的，其中，较高水平的学校往往容易获

得国家和地方政府重点扶持，处于优势地位，教学质

量也较好。数据表明，对于全体儿童，他们所在学校

的整体水平在“中间及以上”的占９２．６８％，集中于
“中上”水平，仅这一项的比例高达５６．９０％。这意味

着，绝大部分被调查儿童就读于教育质量较高的

学校。

然而，学校水平在四类儿童中的具体分布存在

显著差异。从“中下”水平的占比来看，本地城镇儿

童的比例最低，仅为２．２９％，而外地农村儿童的比例

最高，几近２０％，本地农村和外地城镇儿童的比例大

体相当，分别占７．５３％、６．２８％。可以看出，城镇儿

童所在的学校水平总体上要好于农村儿童。同时，

我们还发现，在城镇儿童和农村儿童内部，都是本地

儿童的情况好于外地儿童。

３．学校氛围的比较。

学校氛围是与学校类型、水平联系在一起的，一

般来说，公立学校的秩序和氛围要好于民办或打工

学校。本研究考察的是学校纪律氛围，其指数由“学

生打架斗殴、课堂纪律混乱”等６道题加总合成，取

值范围在６－２４分之间，分值越大，表明纪律氛围越

差。表２显示，被调查儿童就读学校的纪律氛围指

数的平均值仅为７．６９（标准差是２．２１），说明学校违

规乱纪事件较少，教学秩序较好，具有良好的校园风

气，而这显然与他们绝大多数就读于较好的公办学

校有关。

但是，四类儿童所在学校的纪律氛围也是有区

别的，其中本地城镇儿童的最好，其所在学校的纪律

氛围指数最低，为７．２４分（标准差是１．５９），其余依

次是外地城镇、外地农村和本地农村儿童，分别为７．

２９分（标准差是１．８４）、７．５２分（标准差是１．８４）、８．

００分（标准差是２．５２）。可以看出，城镇儿童所处的

学校教育氛围优于农村儿童，而在城镇和农村儿童

内部，本地和外地儿童之间相差不大。

（二）家庭环境的户籍差异

１．家庭背景的比较。
表３　四类儿童的家庭背景

本地

城镇

本地

农村

外地

城镇

外地

农村

全体

儿童

家庭地位＊＊＊

均值 ５５．００　 ３６．８５　 ５２．７８　 ３８．７４　 ４２．９８

标准差 １６．１０　 １２．８５　 １６．３１　 １２．１５　 １６．２０

受教育年限＊＊＊

均值 １２．９１　 ９．５３　 １２．４７　 ９．５７　 １０．６３

标准差 ３．０９　 ２．０８　 ３．１６　 ２．２４　 ２．９３

职业层次＊＊＊

非精英职业 ３９．９３　 ７４．３３　 ４８．２９　 ７２．２９　 ６３．０８

精英职业 ６０．０７　 ２５．６７　 ５１．７１　 ２７．７１　 ３６．９２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经济收入＊＊＊

非常困难 ０．５７　 ２．０２　 ０．１８　 ０．８３　 １．３７

比较困难 ４．０１　 １６．２０　 ５．２１　 ７．７０　 １１．１４

中等 ７６．３０　 ７４．６８　 ７３．０７　 ８２．８７　 ７６．１１

比较富裕 １８．１２　 ６．８６　 １９．５７　 ８．３４　 １０．８３

非常富裕 １．００　 ０．２６　 １．９７　 ０．２６　 ０．５５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注：星号表示表示统计检验的显著性水平，＊＊＊ｐ

＜０．００１。

家庭背景主要由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职业和收

入构成，奠定了家庭教育的条件和基础。首先是父

母受教育年限。在全体儿童中，父母平均受教育年

限为１０．６３年（标准差是２．９３），大约是高中二年级

水平。从身份类别来看，城镇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

好于农村儿童，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也高于全体儿童

父母的均值，但在城镇或农村儿童内部，本地和外地

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十分相似。其次是父母职业层

次。在全体儿童中，绝大多数父母从事非精英型职

业，比如，个体户、商服业或制造业一般职工，占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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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从身份类别来看，城镇儿童父母的职业层次
明显较高，从事精英型职业的比例均在５０％以上，远
远超过农村儿童父母。同时，在城镇儿童内部，本地
儿童父母的职业层次较高，但在农村儿童内部，本地
和外地儿童父母的职业相似。第三是家庭经济收
入。父母的教育和职业也影响了家庭经济状况。在
全体儿童中，绝大多数儿童自评的家庭经济等级位
于“中等”水平，占７６．１１％。从身份类别来看，城镇
儿童的家庭条件好于农村儿童。但在城镇或农村儿
童内部，本地和外地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类似。

接着，我们根据儿童父（母）亲的职业、教育和家
庭收入这三个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合成一
个家庭地位因子④，然后运用公式将其取值范围转换
为１－１００之间，分值越大，表明家庭地位越高，家庭
背景越好。结果表明，在全体儿童中，他们大多数的
家庭背景一般，其家庭地位指数的平均值仅为４２．９８
分（标准差是１６．２０），低于５０分。从身份类别来看，

城镇儿童的家庭地位明显高于农村家庭。

２．父母参与的比较。

父母参与是家庭教育和投入的重要方式之一，

它与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理念和教养方
式有关。因此，对于不同身份的儿童来说，父母参与
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高芬（２００９）指出，学习和
生活参与构成了父母参与的两个基本面向［２８］，此次
调查结果表明，儿童父母参与情况总体良好，他们对
子女学习和生活都比较关注，行为管教相对严格。

表４　四类儿童的父母参与

本地

城镇

本地

农村

外地

城镇

外地

农村

全体

儿童

学习行为关注＊＊

均值 ７．２８　 ７．２５　 ７．２１　 ７．１６　 ７．２５

标准差 １．３６　 １．３７　 １．３８　 １．３８　 １．３７

生活行为关注

均值 １１．６７　 １１．５９　 １１．５７　 １１．５９　 １１．６１

标准差 ２．１８　 ２．１２　 ２．２４　 ２．１９　 ２．１５

　　注：星号表示表示统计检验的显著性水平，＊＊ｐ
＜０．０１。

首先，学习行为关注。我们根据父母管教子女
的“作业、考试”，“在学校表现”和“每天上学”这三个
指标，通过加总方法生成一个父母参与的学习行为
关注指数，取值范围在３－９之间，分值越大，意味着
特征越明显。在全体儿童中，父母对子女的学习生

活比较关心，其测量指数平均值为７．２５分（标准差

是１．３７），位于中上水平。从身份类别来看，学习行

为关注指数值由高到低依次是，本地城镇、本地农

村、外地城镇和外地农村儿童，分别为７．２８、７．２５、７．

２１和７．１６，也都属于中上水平。

其次，生活行为关注。我们根据父母管教子女

的“每天几点回家”，“和谁交朋友”，“穿着打扮”，“上

网时间”和“看电视时间”这五个指标，同样通过加总

方法生成一个父母参与的生活行为关注指数，取值

范围在５－１９之间，分值越大，意味着特征越明显。

在全体儿童中，父母对子女的日常生活也比较关心，

其测量指数平均值为１１．６１（标准差是２．１５），位于

中上水平。从身份类别来看，生活行为关注指数值

由高到低依次是，本地城镇儿童、本地农村和外地农

村儿童、外地城镇儿童，分别为１１．６７、１１．５９、１１．５７。

不过，统计检验表明，父母对子女的生活行为关注在

四类儿童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３．家庭教育期望的比较。

学历期望是家庭教育期望的主要内容，也被视

为狭义的家庭教育期望。此次调查数据表明，对于

全体儿童，他们感知到的家庭教育期望比较高，认为

父母期望自己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１６．０３年（标准

差是３．１５），位于“大学本科”文化。这一方面与传统

儒家文化影响的重视子女教育有关，也与高校扩招

带来的大学教育可及性有关。

从身份类别来看，四类儿童感知到的家庭教育

期望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本地城镇儿童感知到的家

庭教育期望最高，该类儿童表示，其父母期望自己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１６．９４年（标准差是２．９６），其余

依次为外地城镇、外地农村和本地农村儿童家庭，分

别为１６．８５年（标准差是３．０６）、１５．６７年（标准差是

３．１８）和１５．５７年（标准差是３．１４）。可见，城镇儿童

和农村儿童家庭之间的区分较大，而在二者各自内

部，本地和外地儿童家庭相差无几。
表５　四类儿童的家庭教育期望

本地

城镇

本地

农村

外地

城镇

外地

农村

全体

儿童

家庭教育期望

均值 １６．９４　 １５．５７　 １６．８５　 １５．６７　 １６．０３

标准差 ２．９６　 ３．１４　 ３．０６　 ３．１８　 ３．１５

Ｆ检验 Ｆ＝１７０．５４，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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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自我期望的户籍差异

户籍制度是我国的基本行政制度之一，它不仅

是一种人口管理手段，还承担十分重要的资源配置

功能，形成并固化城乡二元体制。近些年来，虽然经

历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其作为当前中国的一个基

本社会事实，依旧构成社会分化的重要力量，并在不

同群体、不同领域留下深刻的烙印和痕迹。前文中，

我们发现，整体而言，由于户籍的区分，四类儿童的

学校环境、家庭环境有着显著不同。教育期望是个

体根据当前所处环境现状对未来教育成就的构想和

预期。那么，他们在学校环境、家庭环境的户籍差异

是否导致自我教育期望产生户籍差异？

表６呈现了不同户籍身份儿童的自我教育期望

状况。在本文中，为了考察连续教育过程中的重要

阶段，我们将从受教育年限和大学（或高等）教育期

望两个角度来审视。首先，从受教育年限来看。在

全体儿童中，他们都有较高的教育期望，预期平均受

教育年限为１６．５７年（标准差是３．３９），略高于“大学

本科”文化。对于不同户籍身份的儿童，其预期受教

育年限也是有差异的：由高到低依次为本地城镇、外

地城镇、外地农村和本地农村儿童，分别是１７．５０
年、１７．３０年、１６．１４年和１６．１１年。可以看出，城镇

儿童预期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要高于农村儿童，但在

二者各自内部，本地和外地儿童之间相差不大。其

次，从大学教育期望来看。总体上，绝大部分就学儿

童钟情于大学教育，他们预期学历在“大专及以上”

的比例超过了８０％，特别集中在“本科”和“研究生”

阶段，这两项的比例分别为３３．１１％、３４．１２％，各自

占到三分之一左右。同时，对于不同户籍身份的儿

童，预期学历也不一样，其具体分布情况与预期受教

育年限大体一致。

通过简单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预期的

受教育年限，还是大学教育，其在四类儿童之间都是

不同的，呈现出“城乡”特点，即城镇儿童的教育期望

优于农村儿童，而“内外”特点不突出，即城镇或农村

儿童内部，本地和外地儿童之间的区别不大。尽管

如此，以上描述仍然无法确定户籍身份的真实效应，

下文将通过回归模型予以验证，并进一步考察学校

环境和家庭环境是如何形塑自我教育期望的户籍

差异。

表６　四类儿童的教育期望

本地

城镇

本地

农村

外地

城镇

外地

农村

全体

儿童

受教育年限＊＊＊

均值 １７．５０　 １６．１１　 １７．３０　 １６．１４　 １６．５７

标准差 ３．０７　 ３．４５　 ３．１１　 ３．４６　 ３．３９

大学教育＊＊＊

大专以下 ７．７０　 ２１．１６　 １０．７７　 ２０．５３　 １６．７７

大专 １１．６５　 １８．２７　 １２．３９　 １７．３８　 １６．００

本科 ３５．７５　 ３１．８８　 ３１．７８　 ３２．９１　 ３３．１１

研究生 ４４．９１　 ２８．６９　 ４５．０６　 ２９．１９　 ３４．１２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注：星号表示统计检验的显著性水平，＊＊＊ｐ＜
０．００１。

三、教育期望的影响机制
（一）模型说明

因变量是教育期望（即预期受教育年限），核心

自变量是儿童类别、学校环境、家庭环境，其他控制

变量有自我能力、性别和年级。由于本研究包含了

个体和学校层次变量，其中个体层次变量有儿童类

别、家庭环境变量（如家庭地位、父母参与和家庭期

望）、自我能力变量（如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和学校

能力）、性别和年级；学校层次变量有学校环境变量，

如学校类别、学校水平和学校（纪律）氛围。所以，我

们采用两水平多层线性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的公式

如下：

ｙｉｊ＝β０＋Σ
ｎ

ａ＝１βｎＸｉｊａ＋Σ
ｍ

ｂ＝１β０ｂＺｊｂ＋μｏｊ＋εｉｊ

其中，ｉ表示儿童，ｊ表示学校。ｙｉｊ表示第ｊ所

学校的第ｉ个儿童的自我教育期望。"０代表截距；

Ｘｉｊａ代表儿童个体层次变量；Ｚｊｂ代表学校层次变量。

ｕ０ｊ是学校层次的随机误差项，表示第ｊ所学校儿童

教育期望均值与全体儿童教育期望均值的离差；εｉａ
是儿童个体层次的随机误差项，表示第ｊ所学校第ｉ
个儿童的自我教育期望与该学校全体儿童教育期望

均值的离差。

同时为了检验学校环境、家庭环境如何影响四

类儿童的教育期望，我们又采用了嵌套模型的具体

策略（见表７）。

（二）统计发现

模型一是包含了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主要用

来验证四类儿童群体在自我教育期望上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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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首先，从核心自变量“儿童类别”来看，仅其中的
“本地农村”和“外地农村”具有统计显著性，且其回

归系数均为负值，“外地城镇”未通过检验。这意味

着，本地城镇儿童与（本地或外地）农村儿童之间的

教育期望存在显著差异，但和外地城镇儿童无明显

区别。具体来说，相比于“本地城镇”儿童，（本地或

外地）农村儿童的教育期望更低。同时，从“本地农

村”和“外地农村”的回归系数大小相似可以发现，

“内外之别”不太明显，即本地、外地儿童之间的区分

较小。⑤这一结论部分支持了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

主要表现为城乡差分。我们认为，农村儿童的教育

期望偏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与就学儿童的参

考系有关。相比城镇儿童，（本地或外地）农村儿童

身边大多数人普遍处于较低的文化层次，这在很大

程度上消解了自我的教育愿望和追求；二是与他们

秉持的实用理性有关。由于对家庭阶层劣势、教育

资源分配不利以及自我能力的清醒认知，他们往往

形成有限的实用理性。在这种理性的作用下，农村

儿童的教育期望是短视和现实的，只有在教育期望

的基本诉求得到满足或教育回报率明显增加的情况

下，才会趋向更高的教育期望等级。

其次，在控制变量方面，反映非均质假定的自我

能力显著影响教育期望，表现为，儿童的认知能力越

高，非认知能力越好，学习能力越强，其自我教育期

望越高。这是因为，自我能力在将人们划分为非均

质个体的同时，也影响身边人及个体对自身的认知、

态度和行为。比如，对于身边人，自我能力好者能赢

得更多的支持；对于个体，自我能力好能增强其对外

在环境的调试、情绪体验和未来评价。相比女性儿

童，男性儿童的教育期望更低，这与女性在教育领域

的逆转或优势不谋而合。相比七年级的儿童，九年

级儿童的教育期望更低，可能因为高年级儿童对自

我学习现状和能力有更多的认识，从而对未来学业

成就持有更加现实、理性的判断和设想。除了年级

在模型三和四中未通过之外，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都比较稳定。

模型二在基准模型之上添加了学校环境变量。

结果表明，同样只有儿童类别中的“本地农村”和“外

地农村”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相应回归系数的绝对值

较之基准模型有小幅度的降低，分别由原来的０．

４０５、０．４０３降至０．３９９、０．３６６。这说明学校环境可

以小部分解释教育期望中的户籍差异。同时，在学

校环境方面，学校水平显著影响儿童的教育期望，具

体表现为，学校水平越高，儿童教育期望越高，与已

有研究结论较为一致。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一

是学校水平带来的“规范效应”（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相比之下，高水平学校往往容易吸引大部分较高家

庭背景或阶层的孩子，而这些孩子由于人力资本或

文化资本的优势而持有较高期望。而且，这还使得

学校中其他家庭的孩子向他们看齐，即俗语所云的
“见贤思齐”。［２９］二是学校水平带来的“希望自我”

（ｈｏｐｅ　ｆｏｒ）。［３０］相对来说，排名靠前的学校，往往预

示着学校自身的办学条件较好，教学资源优良，因

而，身处其中的学生会对自己未来学业成就充满信

心，也抱有较高学历期待。

模型三在基准模型之上添加了家庭环境变量。

结果表明，儿童类别中也仅“本地农村”和“外地农

村”两项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相应回归系数的绝对值

较之基准模型有大幅度的下降，分别由原来的０．

４０５、０．４０３降至０．１０６、０．１６２。这说明，家庭环境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教育期望中的户籍差异。同

时，在家庭环境方面，父母参与和家庭期望对儿童的

教育期望有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父母的生

活行为关注越多，家庭期望越高，其自我教育期望也

就越高。这是因为，家庭是每个儿童自从出生以来

就难以逃避的初始环境，始终在影响他们的价值观

念和行为模式，而良好的家庭环境，比如教育投入、

父母参与、家庭期望等，不仅可以直接“兑换”为显性

支持和鼓励，也是重要的无形资本，潜移默化地作用

于儿童的教育期望。

模型四将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全部纳入。结果

表明，核心自变量儿童类别中“本地农村”和“外地农

村”的回归系数绝对值较之基准模型和其他模型，是

偏低的，降至０．１０７、０．１３７，且仅在０．１的显著性水

平通过检验，而其他变量系数的统计检验情况基本

维持现状。这意味着，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可以大

部分解释了儿童教育期望中的户籍差异。再联系之

前的模型结果，可以发现，家庭环境变量的贡献最为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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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儿童教育期望的学校随机效应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控制

变量

性别（女性为参照） －０．２４６＊＊＊ －０．２４４＊＊＊ －０．１２１＊＊ －０．１２１＊＊

年级（七年级为参照） －０．４３３＊＊＊ －０．４４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６

自我能力

认知能力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非认知能力 －０．１７２＊＊＊ －０．１７０＊＊＊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６＊＊＊

学习能力（中下为参照）

中等 １．４４２＊＊＊ １．４４５＊＊＊ ０．６１０＊＊＊ ０．６１３＊＊＊

中上 ２．８７３＊＊＊ ２．８７７＊＊＊ １．２６６＊＊＊ １．２７１＊＊＊

户籍

变量

儿童类型（本地城镇为参照）

本地农村 －０．４０５＊＊＊ －０．３９９＊＊＊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７＋

外地农村 －０．４０３＊＊＊ －０．３６６＊＊＊ －０．１６２＊ －０．１３７＋

外地城镇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１

家庭

环境

家庭地位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父母参与

学习行为关注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生活行为关注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０＊＊＊

家庭期望 ０．６６７＊＊＊ ０．６６５＊＊＊

学校

环境

学校类别（民工学校为参照） ０．２１０　 ０．０３７

学校水平 ０．５００＊＊＊ ０．１４９＊＊＊

学校氛围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６＊

常量 １４．８５６＊＊＊ １２．４０５＊＊＊ ４．４８１＊＊＊ ３．６２９＊＊＊

组间变异 ０．７４３＊＊＊ ０．６２２＊＊＊ ０．３２８＊＊＊ ０．２９８＊＊＊

组内变异 ２．９０２＊＊＊ ２．９０２＊＊＊ ２．２５９＊＊＊ ２．２５９＊＊＊

样本数 １２２６０　 １２２６０　 １２２６０　 １２２６０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３０５７１．１０３ －３０５５３．９８１ －２７４５３．１００ －２７４４６．１７７

　　注：＊＊＊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四、结论与启示

户籍差异是我国教育研究和政策咨询中的热点

问题，而该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不同户籍身份

人群教育获得的可及性。教育期望作为预测教育获

得的稳定而有效的指标，无疑是理解当前教育分层

的动机和现实的一个理想切入点。

基于２０１４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ＣＥＰＳ）数据，

我们探讨了教育期望中的户籍差异及其影响机制，

有以下几点发现：首先，学校和家庭是就学儿童所要

面对的两大社会环境因素，由于户籍身份的不同，四

类儿童在这两大环境方面既存在“城乡差异”，亦存

在“内外之别”，折射出户籍制度的深刻影响；其次，

在分化的环境背景下，非均质性的儿童群体之间表

现出差异化的教育期望，该格局具有鲜明的“城乡”

特点，即城镇儿童的教育期望要好于农村儿童，但

“内外”差别不太明显，无论是城镇儿童，还是农村儿

童内部，本地儿童和外地儿童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部分支持了教育期望的户籍差异。第三，学校环境

和家庭环境可以大部分解释了教育期望中的户籍差

异，其中尤以家庭环境的贡献最为明显。在学校环
·８·



境方面，学校水平和学校氛围发挥重要效应；在家庭

环境方面，父母参与和家庭期望影响显著。接着，将

模型分析的影响机制与不同户籍身份儿童的学校和

家庭环境现状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就学儿童教育期

望的户籍差异与其当前处境息息相关，农村儿童由

于他们在学校和家庭环境中的劣势，导致其教育期

望明显偏低。

教育期望是教育获得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因

此，教育期望中的户籍差异既不利于教育差距的缩

小，也有损社会公平。相比城镇儿童，农村儿童较低

的教育预期会妨碍他们的学业成就和教育获得，而

在现代社会，教育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关联个体的阶

层地位和流动机会，因此，教育期望的现实差距进一

步加剧已有的不平等。可见，本研究发现具有重要

启示意义：一是营造重视教育的家庭环境，提高父母

参与水平。家庭环境是影响不同身份儿童教育期望

的主要方式，如果农村儿童能享有良好的家庭环境，

特别是较高的家庭期望、鼓励和父母参与，将大大有

助于改善其教育期望现状，进而缩小城乡教育获得。

二是推进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学校水平也是

影响儿童教育期望的宏观解释变量，而不同水平学

校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

衡，所以，应缩小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分层，优化农

村儿童的就学环境。三是认识到群体自身的非均质

特征。就学儿童因自我能力的不同而呈现非均质

性，而这会影响他们的教育期望。因此，需要承认差

异性，分类推进。最后，应引起注意的是，无论是就

学儿童的社会环境（如家庭和学校环境），还是自我

能力现状，其形成和变化都受到户籍制度的深刻影

响。因此，需要继续深化户籍改革，弱化并消除它对

农村或流动儿童带来的制约和排斥。

〔注释〕

①本文用“自我能力”来体现非均质假定。自我能力是知识、技能、个

性、态度以及自我观念的集合，包括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如纪

律）、竞争能力、学习能力等（参见陈国权、孙锐的《个体能力发展的

相关方法与策略途径研究》一文）。我们考察了认知能力、非认知

能力和学习能力，以凸显差异化特点。其中，认知能力，ＣＥＰＳ专门

设计了一套认知能力测试题，我们把每个儿童标准化后的得分作

为认知能力的取值；非认知能力用“自律（纪律行为）”表示，ＣＥＰＳ

学生问卷询问了“是否经常迟到和是否经常逃课”两类情况，我们

以加总方式来表示；学习能力用学业表现自评来衡量，ＣＥＰＳ学生

问卷询问了“你目前成绩在班里处于哪个类别？”

②教育程度的赋值方式为：“现在不要念了”赋值为７年（七年级）和８

年（九年级）；“初中毕业”＝９年；“中专和技校”＝１１年；职业高中

＝１１年；“高中”＝１２年；“大学专科”＝１５年；“大学本科”＝１６年；

“研究生”＝１９年；“博士”＝２２年。

③儿童年龄范围的界定参照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０日第４４届联合国大会

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该公约将儿童界定为“１８岁以下的任何

人”。

④家庭地位因子的转换公式是：转换后因子值＝（因子值＋Ｂ）＊Ａ。

其中，Ａ＝９９／（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Ｂ＝（１／Ａ）－因子最

小值。

⑤我们转换参照项，以“外地农村”为参照，亦有同样发现，即外地农

村儿童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本地城镇与外地城镇儿童的回归系

数统计显著，大小相似，且均为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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